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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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中国 ２００２ 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 通过匹配中国健康

与营养调查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 探究中国外资进入自由化对

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会改善劳动者健康

水平， 对疾病种类、 受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的异质性分析显示，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

发烧、 喉咙痛、 咳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给高学历劳动者或男性劳动者带来的好处

更显著。 机制检验证明， 外资进入自由化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者工作时长和加剧环

境污染对中国劳动者健康状况产生了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健康

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 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估外

资进入自由化的健康效应，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引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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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个人健康乃立人之本， 全民健康是立国之基。 在人口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 人

口红利逐步消失的背景下， 健康人力资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对此， 中国政府采取

高度重视， 继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颁布后，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正式发布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该意见大力推进医

疗改革 “以治病为中心” 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转变①。 自 １９９５ 年中国 《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以下简称 《目录》 ） 颁布以及近年九次修订②以来， 中国

的外资进入政策逐渐开放。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２０２０ 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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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大幅度下降 ４２％， 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４％， 达到 １６３０ 亿美元， 居全球之首①。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１］ 利用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

自然实验， 为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提供因果识别的方法， 在此之后学者们研究了外资

进入自由化对企业出口 （孙浦阳， ２０１５） ［２］、 企业出口附加值率 （毛其淋和许家

云， ２０１８） ［３］、 本土企业创新 （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４］、 制造业生产率 （毛其淋和方森

辉， ２０２０） ［５］以及对制造业企业就业 （韩国高等， ２０２１） ［６］ 等方面的影响， 而关于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人口健康的研究则凤毛麟角： Ｈｅｒｚｅｒ 和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２０１２） ［７］从

发达国家角度出发， 将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指标， 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 ＧＤＰ 的百

分比作为衡量外资进入指标， 探究发达国家的外资进入与人口健康之间的长期关

系， 发现外资进入对发达经济体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Ｎａｇｅｌ 等 （２０１５） ［８］ 搜集

１７９ 个国家 （地区） 数据， 发现外资进入和健康的非线性关系取决于收入水平。
既往关于外资与健康的研究文献在因果识别方法和健康指标选取方面各异， 以

至于得出不一致的结论。 那么对中国来说， 外资的大量进入是否对劳动者健康产生

一定影响？ 该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 外资进入又是通过哪些路径作用于劳动者健

康？ 为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利用中国 ２００２ 年 《目录》 修订这一准自然实验， 力图

对外资进入自由化与劳动者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探究外资进入自由

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及路径。 本文基本结论是， 外资进入自由化会改善劳动者健

康水平， 并且通过工作时长效应、 收入效应、 环境效应影响劳动者健康水平， 且正

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 这一发现在一定给程度上丰富了外资进入自由化的影响研

究， 对推动中国国民健康以及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既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以 ２００２

年 《目录》 大幅修订作为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的政策冲击， 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和

Ａｍｉｔｉ 和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９］的思路， 构建了地级市层面外资进入自由化指标， 匹配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探究中国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第二，
通过对疾病类型、 受教育水平、 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探究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健康的不

对称影响。 第三， 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主要通过增加劳动者工作时长和加剧环境污染

对中国劳动者健康状况产生了负向影响， 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

改善， 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与本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居民营养、 疾

病传播以及食品安全对居民健康的直接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外资进入食品

加工、 服务业和零售业的比例迅速上升 （Ｈａｗｋｅｓ， ２００５） ［１０］。 随着外资进入的增

加， 食品行业投资制度和公共卫生营养保障措施之间的矛盾关系显露。 高度加工食

品 （通常含有相当多的脂肪、 糖和盐） 的投资比例显著增加， 而摄入更多高度加工

食品摄入使肥胖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愈加普遍， 给居民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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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ｗｋｅｓ ， ２００６［１１］； Ｓｔｕｃｋ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１２］； Ｆｒｉ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１３］ ）。 但在进口健康

食品和增加传统健康食品生产方面外资进入对饮食和健康也有改善作用 （Ｔｈｏｗ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４］。 并且， 外资进入还能通过推动不健康商品投资， 转变非传染性疾病

药物的可获得性 （Ｌａｂｏｎｔｅ， ２００４［１５］； Ｓｃｈｒａｍ， ２０１８［１６］ ）。 就食品安全方面， 土地的

外资进入对发达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 （Ｃｎｕｃｅｄ， ２０１４） ［１７］； 但由于发展中国

家的体制压力， 土地的外资进入通过缩小耕地、 降低粮食生产率对粮食安全产生了负

面影响 （Ｓａｎｔａｎｇｅｌｏ， ２０１８） ［１８］， 还通过弱化对农业自主研发能力以及抑制金融发展，
对食品安全产生消极作用 （张琳琛和董银果， ２０２１） ［１９］。

根据对既往文献的梳理， 外资进入自由化提高中国劳动者健康水平有以下几方

面原因： 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健康食品的进口和增加传统健康食品的生产提高健康

水平； 使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进而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

（曲卫华和颜志军， ２０１５） ［２０］， 及时预防与治疗各类疾病， 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中国劳动者健康状况有积极影响。
既往研究显示个体健康与受教育水平有密切关系。 Ｃｕｒｒｉｅ 等 （２００９） ［２１］ 认为相

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 受教育水平高的群体预期寿命更长且健康问题更少。 根据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７２） ［２２］健康需求理论，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对自身健康的边际投资

效应越大。 较高的健康边际投资效应有助于降低健康的影子价格， 从而引发健康资

本存量与流量的增加， 从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并且个体受教育水平越

高， 越倾向于利用医疗市场与服务来提升自身健康。 基于以上讨论， 外资进入自由

化对健康的影响因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 原因在于： 首先， 高受教育水

平一般会伴随着高教育回报率， 高收入为个体的健康投入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基础；
其次， 高受教育水平促成形成高健康意识， 进一步提升自身健康投入的效率。 由

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中国劳动者健康水平的影响因其受教育程度和性别

差异而具有异质性。
外资进入自由化究竟如何影响劳动者健康？ 本文认为外资进入自由化在理论层

面上至少可以通过三个路径对劳动力健康产生影响， 分别为收入效应、 工作时长效

应和环境效应。 有不少既往研究关注外资进入通过环境污染和就业两个路径对居民

健康的影响。 环境污染方面， 谷继建等 （２０２０） ［２３］、 Ａｎ 等 （２０２１） ［２４］ 发现当前中

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倒 Ｕ 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环境污染，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３） ［２５］进一步发现环境污染由于加速了个体健康

的折旧速度， 从而对个体健康产生负面效应。 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造成水污染、 室

内空气污染， 以及较小程度的室外空气污染和室内外环境化学品暴露等问题对居民

健康造成威胁 （Ｃｕｒｒ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Ｄａｖｉｄ， ２００３［２６］； 李梦洁和杜威剑， ２０１８［２７］；
肖权和方时姣， ２０２１［２８］）。 既往研究普遍认为， 外资进入与就业水平之间成正相关

关系。 如蔡昉和王德文 （２００４） ［２９］发现外资对增加就业、 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

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 关于就业水平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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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失业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 Ｋａｌｗｉｊ 和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２００８） ［３０］

实证分析认为失业人群的扩大以及非正规就业都会导致居民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梁

童心等 （２０１９） ［３１］发现不同职业群体在各项健康指标存有明显差异。 间接影响路径

包括收入水平及工作时长。 既往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不仅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使居民获得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 Ｈａｖ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３２］， 还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使人口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改善 （Ｈｅｒｚ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２０１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ｎｄ Ｊｅｎｃｋｓ， ２００７［３３］）。 而外资进入与劳动者工作时长

这一研究主题少有学者关注， 个别研究如 Ｂｕｒｇｏｏｎ 和 Ｂａ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３４］ 注意到以外

资为代表的全球化对工作时长的影响作用， 认为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对总标准

工作时间有微弱的负面影响， 使加班、 临时和固定工作合同的发生率上升， 而工作

时长的增加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从总体上看，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健康的影响取

决于上述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的综合效应。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３： 外资进入自由化会通过作用于劳动者工作时长、 收入水平和环境污染

对劳动者健康产生潜在影响。

二、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健康的影响，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βＦＤＩｃｔ ＋ γＸ ｉｔ ＋ δＸｃｔ ＋ λ ｔ ＋ λｃ ＋ 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 ｔ 分别代表个体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ｙｉｔ代表个体 ｉ 在 ｔ 年的健康状

况， 为过去 ４ 周内经历疾病或伤害的二元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ＤＩｃｔ代表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①。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Ｘ ｉｔ， 包括性别、 受教育年限、 年

龄、 年龄的平方、 疾病史、 吸烟行为、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职业类型和雇主所有

权。 在基准模型中， 还控制了一组地级市层面变量 Ｘｃｔ， 该变量中为根据 Ｆａｎ 等

（２０２０） ［３５］的方法纳入的地级空气质量指数， 以捕捉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额外

影响因素将在稳健性检查中考虑。 λ ｔ为年份固定效应， 该变量捕捉了不同年份对所

有个体的共同冲击。 λｃ为地区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不同地区的差异。 εｉｔ为干扰项。
（二） 变量设定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健康自评数据库的个体健康状态二元变量来衡量劳动者健康状况， 如果

个体在过去 ４ 周内经历过疾病或伤害， 则取 １， 否则取 ０。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构建地级市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如下：

ＦＤＩｃｔ ＝
∑

ｊ
ＷｏｒｋｅｒｃｊＦＤＩ ｊｔ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ｃ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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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ｃｔ是 ｔ 年 ｃ 城市的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 Ｗｏｒｋｅｒｃｊ是样本期开始时 ｊ 部门

ｃ 地区的劳动者人数，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ｃｔ是 ｃ 地区的劳动者总数。 ＦＤＩ ｊｔ是行业外资进入自

由化程度， 本文参照Ｌｕ 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将 ２００２ 年中国政府对 《目录》 的修

订作为准自然实验， 外资管制程度不变的行业取 ０， 外资管制程度放松的行业 ２００２
年及之后年份取 １①。

３􀆰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可能会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个体特征变量 Ｘ ｉｔ、 进口

关税 （包含进口中间投入品和进口最终品）、 空气质量等。 由于中间投入品进口关

税的降低会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健康产生影响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雷权勇等，
２０２１［３６］）， 因此也对进口关税进行控制。 此外， 环境因素中的空气质量指数也会对

健康产生影响 （谷继建， ２０２０）， 该控制变量为各省市样本期空气质量指数。 进口

关税和空气质量指数样本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 数据说明

实证分析中使用的个体健康数据来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ＮＳ）②， 共收集 ９ 次调查样本， 包括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年。 样本主要是截面数据， 子样本包含个体固定

效应。 由于早期数据严重缺失， 在实证分析中只使用 １９９３ 年以后的样本， 且只选

择与 ＦＤＩ 进入关系最密切的制造业部门样本， 从中国的最低法定工作年龄 （１６ 岁）
到法定退体年龄 （男性 ６０ 岁， 女性 ５５ 岁）。 从现有的 １３ 种职业中， 选择了与工厂

工人相关的职业， 其他职业个体样本被用于安慰剂测试。
微观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 １９９７ 年以后的企业样本中

的制造业企业， 并参考既有研究进行数据处理： （１） 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７］ 的

方法对部分发生改变的样本企业法人代码进行调整， 构建新的面板数据并生成新的

企业识别代码； （２） 对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失的 ２００４ 年工业总产值， 本文采用同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工业总产值进行填补； （３） 参考 Ｃａｉ 等

（２００９） ［３８］的方法， 剔除部分关键指标缺漏或错误的样本 （包括企业员工少于 ８ 人

的观测样本、 不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样本、 缺少总资产、 净固定资产、 销售

额、 工业总产值的企业样本）； （４） 在 ２００３ 年中国采用了新的行业分类代码， 本

文按照新的行业分类代码对企业数据进行了标准化统一。
然而， ＣＨＮＳ 数据的一个局限性是， 它只覆盖了中国 １１ 个省的 ５２ 个地级市，

而且大多数覆盖的省份位于中国的东部或中部地区。 但是外资进入自由化可能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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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比较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２ 年两个投资目录版本， 我们把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行业代码分为四类。 第一

组： 鼓励行业， 即从 １９９７ 到 ２００２ 年， 这些行业从限制或者禁止转变为允许或鼓励， 或者从允许转变为鼓励。
第二组： 不鼓励的行业， 即从 １９９７ 到 ２００２ 年， 这些行业从允许转变为限制， 从鼓励转变为允许， 或者从限

制转变为禁止。 第三组： 没有改变的行业。 第四组： 混合行业， 有些产品从限制转变为鼓励， 有些产品从鼓

励转变为限制。 ４８０ 个四位行业中， １１８ 个行业是鼓励行业， ３３３ 个行业是没有改变的， １８ 个行业是不鼓励

的， １１ 个行业是混合的。 回归时只保留了鼓励和未改变的。 本文的数据基本与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的分类接近。
数据库地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ｐｃ．ｕｎｃ．ｅｄｕ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ｃｈｉｎａ。



部地区产生更强的影响， 因此本文估计结果可能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文研究中

使用的其他地级市数据来自国家、 省和地级市的各种统计年鉴以及 ＷＩＴＳ （世界综

合贸易解决方案） 数据库①。

三、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为基准回归结果。 核心变量是城市层面的外资进入自由化， 这个变量上的

系数代表了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列 （１） 控制个人特征以及地区

表 １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解释变量
（１） （２）

增加个体特征控制 使用整套控制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
－０􀆰 ２７６∗ －０􀆰 ３３７∗∗

（－１􀆰 ６８） （－１􀆰 ９８）

性别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３１８∗∗∗

（３􀆰 １５） （３􀆰 １３）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３９９∗∗ －０􀆰 ００３８９∗∗

（－２􀆰 ５０） （－２􀆰 ４３）

年龄
－０􀆰 ００４５２ －０􀆰 ００４５７

（－１􀆰 ５９） （－１􀆰 ６０）

年龄２ ０􀆰 ００００６９４∗ ０􀆰 ００００７０２∗

（１􀆰 ８４） （１􀆰 ８６）

居住状态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２６３

（－０􀆰 ７４） （－０􀆰 ８０）

疾病史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５３７∗∗

（２􀆰 ０２） （２􀆰 ０４）

吸烟
０􀆰 ７４４∗∗∗ ０􀆰 ７４４∗∗∗

（１２􀆰 ９９） （１３􀆰 ０５）

健康保险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２６６

（１􀆰 ２９） （１􀆰 ２９）

出口政策的不确定性
－０􀆰 ００１０７

（－０􀆰 ０７）

出口关税
－０􀆰 ００８２７

（－１􀆰 ５９）

空气质量指数
－０􀆰 ２０６

（－１􀆰 ３１）

ｃｏｎｓ ０􀆰 １８６∗∗∗ １􀆰 １１９∗

（２􀆰 ８６） （１􀆰 ６８）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２７２ ４ ２７２

Ｒ２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９６１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值。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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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变量定义、 数据源及描述性统计结果不便刊告， 备索。



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列 （２） 通过进一步增加其他地级市政策变化措施和空气质

量， 采用整套控制措施。 结论显示外资进入自由化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数， 并且具

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会使劳动者患病或受伤害的可能性减

小。 （２） 结果表明， 一个标准差地级市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的增加引致患病

或受伤的可能性降低 １􀆰 ７５％①。
（二）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以下 ４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 不同时间段检验

基准回归依赖于外资进入自由化的变化， 同时控制年份、 地区的固定效应以及

劳动者特征和地区特征。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外资进入自由化的变化是否为外生

变量。 为回答这个问题， 本文只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调查中两个最接近指

导目录修改的时间， 即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这两年之间的外资变化情况最能反映指

导目录的修订， 而受其他影响因素的可能性更小。 虽然这种方法降低了自由度， 但

是可以提高可信度。 在表 ２ 列 （１） 中， 只使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的中国健康和营

养调查数据数据重新估计了表 １ 列 （２） 的回归情况。 对比发现， 列 （１） 中外资

进入自由化的影响在统计上更加显著， 估计系数绝对值也更高。

表 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回归 ＯＬＳ 回归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ＯＬＳ 回归

只使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样本数据

使用全部年份
样本数据

使用全部年份
样本数据

长差分样本数据

在过去的 ４ 周内
受伤或疾病

在过去的 ４ 周内
受伤或疾病

在过去的 ４ 周内
受伤或疾病

在过去的 ４ 周内
受伤或疾病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
－０􀆰 ５６５∗∗ －０􀆰 ３１８∗ －４􀆰 ４０８∗∗ －０􀆰 ６１２∗∗∗

（－２􀆰 ２３） （－１􀆰 ７５） （－２􀆰 ４５） （－４􀆰 ６２）

城市水污染
０􀆰 ０３０５

（１􀆰 ０３）

ＳＯ２政策
－０􀆰 ０２０８

（－０􀆰 ８９）

ＣＯＤ 政策
０􀆰 ０１９１

（０􀆰 ９８）

整套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５４０ ４ ２７２ ４ １３６ １ ７４０

Ｒ２ ０􀆰 １５４ ０􀆰 ０９６６ ０􀆰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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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数字是通过将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 （０􀆰 ０５２） 的样本标准差乘以估计系数 （－０􀆰 ３３７） 得到的。



　 　 ２􀆰 模型方法的替换

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重新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２ 列 （３） 所示， 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时包

含固定效应导致样本量减少， 但这并没有影响研究结果， 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

健康有显著的影响，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 又增加长差分样本数据再次进行估

计， 如表 ２ 列 （４） 所示， 回归结果更加显著， 验证了前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３􀆰 增加其他控制变量

在表 ２ 和表 ３ 中， 通过添加其他的控制变量以及使用不同的固定效果来确保结

果的稳健性。 为了排除基准回归结果是由影响外资政策和劳动力健康的环境因素导

致的可能性， 在表 ２ 列 （２） 中增添了一组额外的环境变量。 ２００６ 年， 中国政府制定

了全省大气污染物 （ＳＯ２） 和水污染物 （ＣＯＤ） 五年减排目标。 因此将中国地级市的

水污染量、 中国对于 ＳＯ２的政策以及 ＣＯＤ 的相关政策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 回归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说明新加入的环境变量并不会改变之前的研究结果。
在表 ３ 列 （１） 中， 额外增加了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作为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

排除贸易自由化对检验结果的干扰， 参照 Ｆａｎ 等 （２０２０） 的方法测算了中间品进

口关税和最终品进口关税， 并进行了控制， 结果如表 ３ 列 （２） 所示， 系数绝对值

虽有所减小， 但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 列 （３） 加入了地级城市化进程的控制变

量。 列 （４） 引入更严格的社区固定效应代替了基准回归中的地区固定效应， 以控

制更分散的社区固定效应变量。

表 ３　 增加其他控制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控制中间投入品
进口关税

控制中间投入品
进口关税和最终品

进口关税
控制城市化 控制社区固定效应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
－０􀆰 ４３０∗∗ －０􀆰 ３１０∗ －０􀆰 ４４３∗∗ －０􀆰 ３８５∗∗

（－２􀆰 ３２） （－１􀆰 ７２） （－２􀆰 ３５） （－２􀆰 ３４）

中间品进口关税
－１􀆰 ７７２ －３􀆰 ８６８∗∗ －２􀆰 １０３

（－１􀆰 ２８） （－２􀆰 １１） （－１􀆰 ５２）

最终品进口关税
２􀆰 ８０２∗

（１􀆰 ８１）

城市化
－０􀆰 １１９

（－１􀆰 １３）

整套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社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４ ２７２ ４ ２７２ ４ ２７２ ４ ２７２

Ｒ２ ０􀆰 ０９６４ ０􀆰 ０９６９ ０􀆰 ０９６６ ０􀆰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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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安慰剂检验

若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状况确实存在影响， 其作用应集中体现在与

外资进入密切相关行业内工作的个体上， 在本文研究中即制造业行业， 而在很少

甚至没有外资引入的行业内劳动者健康不受到显著影响， 因此假设在农业和服务

业中劳动者健康不受到显著影响， 进行安慰剂检验。 检验结果表 ４， 列 （１） —
（２） 使用所有年份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数据， 而在列 （３） — （４） 仅使

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两年的 ＣＨＮＳ 数据。 列 （１） — （２） 中， 分别检验了外资

进入自由化对在农业和服务业工作的劳动者健康的影响情况。 不难发现， 外资进

入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并没有给从事农业或服务业的劳动者健康情况带来显著影

响。 列 （３） — （４） 使用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４ 年两年的数据，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即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给从事农业或服务业的劳动者健康情况带来显著

影响。 由于样本期很短， 劳动者职业选择情况的变化不大， 因此回归结果进一步证

实了原假设。

表 ４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使用全部年份数据 仅使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数据

（１） （２） （３） （４）

农业 服务业 农业 服务业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
－０􀆰 １８２ ０􀆰 ０７４２ －０􀆰 ３０８ －０􀆰 ０９４５

（－０􀆰 ９７） （０􀆰 ４０） （－１􀆰 ２９） （－０􀆰 ３３）

整套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 ３９７ ２ ９１８ ４ ５４０ ８９９

Ｒ２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５０ ０􀆰 ２１７

四、 异质性与机制研究

（一） 异质性研究

１􀆰 疾病种类

为探究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对不同类型疾病的影响，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

替换成 ＣＨＮＳ 中六种具体症状和疾病。 表 ５ 列 （３） 说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发烧、
喉咙痛、 咳嗽这一类疾病的改善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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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对疾病种类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肌肉疼痛
、 骨折

头痛、 头晕
发烧、 喉咙痛、

咳嗽
皮疹、 皮炎 眼、 耳疾 心脏病

外资进入自由化
程度

０􀆰 １０４ －０􀆰 ２７９ －１􀆰 ２５４∗∗∗ ０􀆰 １７２ －０􀆰 ０２６６ －０􀆰 １６０

（１􀆰 ３１） （－０􀆰 ７８） （－４􀆰 １２） （１􀆰 ３６） （－０􀆰 ５８） （－０􀆰 ６４）

整套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２８４ ３ ６１２ ３ ６１３ ３ ６１０ ３ ６１０ ３ ６１０

Ｒ２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６１０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３０２ ０􀆰 ０３９４

２􀆰 受教育水平差异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因此

将全样本分为高学历子样本和低学历子样本。 表 ６ 检验结果显示对受教育水平不同

的劳动者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 但只有高学历个体受到显著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样

本期外资进入倾向于利用中国廉价劳动要素对进口中间品的组装和加工， 对学历较

低的劳动者意味着更多从事加工贸易以至于增加工作时长及工作强度， 而对于高学

历劳动者意味着收入提高带来的健康效益。

表 ６　 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解释变量
（１） （２）

义务教育以上学历 义务教育及以下学历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
－０􀆰 ８７５∗∗∗ －０􀆰 ０３４９

（－４􀆰 ３０） （－０􀆰 １４）

整套控制变量 是 是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２９０ ２ ９８２

Ｒ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９

３􀆰 性别差异

为了进一步讨论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劳动者健康状况的影响是否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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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了性别虚拟变量。 表 ７ 检验结果显示系数均

为负值， 说明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男女劳动者的健康状况都有积极的改善作

用， 但只对男性劳动者的影响作用显著， 说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

存在性别差异， 且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给男性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更显著。 可

能原因在于样本期中国女性就业劣势， 女性就业较多集中于收入偏低的职位， 在相

同职位中女性职务级别也会比男性偏低， 从而导致两性收入存在差距， 进而带来不

平等的外资进入自由化健康效益。

表 ７　 对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解释变量
（１） （２）

女性 男性

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
－０􀆰 １７３ －０􀆰 ８２５∗∗∗

（－０􀆰 ７９） （－３􀆰 ００）

整套控制变量 是 是

职业类型虚拟变量 是 是

雇主虚拟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２ ８８０ １ ３９２

Ｒ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２６

（二） 机制研究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以及表 ８ 《目录》 修改前后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 外资进入

自由化可能通过增加环境污染以及工作时长两方面对劳动者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又

通过提高就业率以及增加收入对劳动者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从环境污染、 工作

时长和收入水平三个路径综合探究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作用机制。

表 ８　 ２００２ 年 《目录》 修改前后劳动者主要变量的变化情况

解释变量 ２００２ 年之前 ２００２ 年之后 差值

每日工作时间 （单位： 小时） ７􀆰 ９０７ ８􀆰 ２１２ ０􀆰 ３０５

年收入 （单位： 万元） ０􀆰 ６４５ １􀆰 ３６３ ０􀆰 ７１８

空气质量指数 （ＡＯＩ） ６４􀆰 ６５７ ９６􀆰 １５９ ３１􀆰 ５０２

本文选择工作时长、 收入、 空气质量指数为中介变量。 数据来自中国健康和营

养调查 （ＣＨＮＳ） 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工作时长、 收入、 空气质量的中介效应进行

机制验证， 具体步骤如下： ①自变量外资进入自由化与因变量劳动者健康进行回

归， 如果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产生了影响； ②自变量

外资进入自由化与中介变量进行回归， 如果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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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有影响作用； ③如果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再将外资进入自由化指标、 中介

变量和劳动者健康水平同时回归， 如果外资进入自由化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或变得

不显著， 则说明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部分或全部来自中介变量的

传导。
按照上述检验步骤， 设立以下实证模型 （以工作时长为例）：
第一步， 检验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总效应。

ｙｉｔ ＝ ｃ０ ＋ ｃ１ＦＤＩｃ，ｔ －１ ＋ ｃ２Ｘ ｉｔ ＋ ｃ３Ｘｃ，ｔ －１ ＋ λ ｔ ＋ λｃ ＋ εｉｔ （３）

第二步， 检验外资进入自由化与中介变量工作时长的关系。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ｉｔ ＝ ａ０ ＋ ａ１ＦＤＩｃ，ｔ －１ ＋ ａ２Ｘ ｉｔ ＋ ａ３Ｘｃ，ｔ －１ ＋ λ ｔ ＋ λｃ ＋ ｅｉｔ （４）

第三步， 控制中介变量工作时长， 检验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力健康的直接

效应。
ｙｉｔ ＝ α０ ＋ δ０ＦＤＩｃ，ｔ －１ ＋ δ１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ｉｔ ＋ δ２Ｘｉｔ ＋ δ３Ｘｃ，ｔ －１ ＋ λｔ ＋ λｃ ＋ εｉｔ （５）

中介效应占比计算公式如下：

中介效用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ｏｕｒ ＝
ａ１ × δ１

ｃ１
（６）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带来的的空气质量下

降和工作时长增加会对劳动者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而外资进入自由化带来的收入水

平提高有利于劳动者健康。 根据公式 （６） 分别计算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比， 空

气质量指数贡献份额 １６􀆰 ２％， 工作时长贡献份额 １％， 收入贡献份额 ３１􀆰 １％。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中国政府对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的修订为准自然实验，
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和目录进行匹配， 探究中

国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于各行业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在衡

量劳动者健康时， 结合调查问卷将健康指标构建为一个二元变量。 为更好地对指导

目录引致的外资进入自由化进行量化， 构建了地级市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 实

证结果显示： （１） 外资进入自由化会显著改善劳动者健康水平。 （２） 异质性分析

结果表明， 外资进入自由化只对发烧、 喉咙痛、 咳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外资进入

自由化给高学历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更多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即给男性劳动者带

来的好处更显著。 （３） 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外资进入自由化通过工作时长效应、
收入效应、 环境效应及就业效应综合影响劳动者健康状况， 具体地， 外资进入自由

化程度提高通过工作时长的增加及环境污染对中国劳动者健康状况产生了负向影

响， 通过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增长使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

作用。
在新时代发展格局下，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外资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水平的影

响， 本文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第一， 继续实施外资进入自由化政策， 深化 “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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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改革， 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全国。 第二， 督促企业

落实社会责任， 尤其是劳工保护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避免延长工作时间

带来的额外健康成本， 在污染物排放较多且员工容易受到损害的高危行业， 企业应

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员工、 改善工作环境， 切实落实劳工保护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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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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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ｒｙ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ＤＩ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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